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４　２０１６

公众环境知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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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中国环境保护部在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３日发布了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摘要］　环境知识是公众环境关心与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对于考察环境教育成效也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数据，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 （ＣＥＫＳ）测量质量的研究
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各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且稳定，并具有建构效度和预测效
度，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一个基础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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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环境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界关于
环境系统、社会系统以及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关
系的知识在不断累积，这在理论上大大增强了人
类协调社会与环境关系的能力。但是，知识只有
被普及并被人们切实掌握后，才有可能形成真实
的力量，因此，关注并研究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
就成为一项有意义的课题，尤其是在公众参与环
境保护被广为关注和重视的背景下。①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社会中公众所掌
握的环境知识水平，直接影响到环境保护工作能
否顺利推进。一方面，很多研究成果表明，环境
知识可以显著地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对

环境保护的支持 （即环境关心），甚至有研究发
现，环境知识比环境关心对环境友好行为具有更
强和更加稳定的预测力。［１］可以说，公众的环境

关心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具备的环

境知识的多寡。另一方面，必要的环境知识是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前提。研究表明，公众对于环
境知识一直存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理解，对于这种
“知识分层”的忽视是日常生活领域许多 “技术
官僚式”（ｔｅｃｈｎｏｃｒａｔｉｃ）社会变革失败的重要原
因。［２］如果我们承认政策干预和技术创新在当前
环境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那么公众对于环境
知识的必要理解则具有 “赋能”作用，决定了一
项新的环境政策或技术能在多大范围的社会层面

获得接纳和支持。
与此同时，准确测量的公众环境知识水平还

可以作为评估环境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在过去
半个世纪里，环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无疑
是人类社会应对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制度变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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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环境问题引起各界关注后，
国际社会迅速行动起来，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
决方案。在诸多方案中，环境教育被委以重任。
无论是从 《斯德哥尔摩宣言》（１９７２）、《第比利斯
宣言》（１９７７）、《２１世纪议程》（１９９２）等一系列
国际环境会议文件的内容构成来看，还是从各国
政府的响应结果来看 （如中国政府１９９４年制定
的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将环境教育引入正式
教育制度中是各国环境政策制定者普遍达成的一

种共识，政策制定者期许借助这样一种制度安
排，能够有效地动员公众参与到环保事务中来。
在近期一项研究中，辛特 （Ｍ．Ｚｉｎｔ）对涉及环境
教育评估的６４项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近一半
研究 （４６％）将环境知识作为反映环境教育成效
的最重要指标。［３］（Ｐ２９８－３０９）在我国环境教育评估研
究目前还未正式展开且实证评估研究尤为缺乏的

背景下，开展公众环境知识研究对于总结我国近
四十年环境教育这一宏大社会进程的得失以及探

索未来环境教育政策改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既往的相关研究，我们注意到研究者对

于环境知识重要性的认识确实在增进。但相较环
境关心和环境行为研究而言，环境知识研究居于
“附庸地位”的状况一直未有根本改变。以环境
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为例，我们在文献梳理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感性认识是：研究者们一般只将环境
知识作为环境关心和环境行为的预测变量 （甚至
将其简化为环境关心的一个维度），以环境知识
为因变量的专门研究还十分鲜见。有鉴于此，本
文在前期有关中国公众环境关心研究［４］的基础

上，尝试评估洪大用设计并曾在两次全国性调查
中使用过的一个本土环境知识量表，探索其作为
中国公众环境知识测量工具的可行性，以期为深
化环境知识领域的定量研究、提升环境知识研究
的地位做出基础性贡献。

一、环境知识测量研究述评

按照我们的理解，公众的环境知识，即他们
对于环境问题、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的一般
性认知状况。根据我们掌握的文献，有关环境知
识的测量最早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初国
外环境社会科学界的一些定量研究。四十多年

来，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一直在增加，诸多
环境知识量表也被相继提出，但却一直未能形成
一个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测量工具。
在众多测量工具中，马隆尼 （Ｍ．Ｐ．Ｍａｌｏｎｅｙ）

和沃德 （Ｍ．Ｐ．Ｗａｒｄ）提出的生态学量表 （Ｅ－
ｃｏｌｏｇｙ　Ｓｃａｌｅ）较早涉及了环境知识的系统测
量。［５］该量表共包括１３０个测量项目 （由三位具
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专家从５００个项目中挑选出
来），涵盖了环境行动意愿、环境友好行为、环
境关心和环境知识四个方面的内容，依次由口头
承诺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实际承诺 （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情感 （Ａｆｆｅｃｔ）和知识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四个子量表组成。其中，知识子量表共包
括２４个项目，以单项选择题形式在总量表的最
后呈现，测量的是一些具体的生态议题知识 （如
询问锡、铁、铝、铜和钢中哪种材料通常需要最
久时间分解）。数据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建构效度，但整体来看受访者具有的环境知识
较少。其后不久，马隆尼等人又对原生态学量表
进行了精简，剔除了一些局限于一时一地的测量
项目，最终知识子量表保留了１５个测量项目。
精简后的量表仍然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且内部
一致性明显提高。但量表开发者也发现，精简前
后的知识子量表与其他子量表之间的相关性一直

不显著，说明该量表存在一定的预测效度问
题。［６］也有研究者基于在其他人群对该量表的应
用情况发现，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并不稳定，甚
至有时远远低于可接受的标准。［７］综合来看，尽
管马隆尼等人提出的环境知识量表具有开创性意

义，但该量表的实际测量质量却并不太理想，因
此不适合做更大范围的直接推广。
继马隆尼等人之后，国外研究者们进一步探

索环境知识的其他测量方式。大体上，这些测量
工具的提出遵循了以下三种不同路径：一是对马
隆尼等人提出的生态学量表进行不同程度的修

订；二是针对具体环境议题或特定研究区域的环
境知识测量；三是基于对环境知识的概念操作化
发展出相应的测量项目。
首先，在马隆尼等人提出的环境知识量表基

础上，一些研究者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相继开展
了量表的修订工作。德国学者莎因 （Ｊ．Ｓｃｈａｈｎ）
和霍尔泽 （Ｅ．Ｈｏｌｚｅｒ）认为，马隆尼等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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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量表测量的是一种 “抽象知识”（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其对行动的影响相对较小。为此，
他们在原量表的基础上新增了２８个项目，用以
测量日常生活领域与环境议题相关的一些具体知

识 （例如询问受访者如何节约用水），结果发现
新引入的测量项目可以更有效地预测环境态度和

行动。［８］利明 （Ｆ．Ｃ．Ｌｅｅｍｉｎｇ）等人对马隆尼等
人的量表项目重新措辞，并引入了一些新的测量
项目，建构了一个包括３０个项目的儿童版环境
知识量表。检验结果发现，儿童版的环境知识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水平，且在受到较少环
境教育的低年级儿童群体中的应用情况要比高年

级差。［９］该儿童版环境知识量表在其他学者的研
究中也都呈现出较好的测量质量。［１０］

其次，一些研究对某一 （些）具体的环境议
题或所在研究区域涉及的环境知识进行了测量。
亚库里 （Ｔ．Ａ．Ａｒｃｕｒｙ）等人曾设计了一个１２项的
围绕酸雨问题的环境知识量表，分别测量受访者
对酸雨成因和后果的了解程度，测量结果发现该
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１１］类似地，一些研究
者分别详细考察了受访者对森林保护［１２］、垃圾处
理［１３］、汽车环境影响后果［１４］等的了解程度。此
外，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所选研究区域的环境问
题和生态环境状况设计了相应的环境知识测量项

目。例如，亚库里和约翰逊 （Ｔ．Ｐ．Ｊｏｈｎｓｏｎ）曾在
美国肯塔基州实施了一次电话随机调查，调查中
询问了受访者对该州垃圾处理、水污染、水文和
油田勘探情况的了解程度，以测量地方性的环境
知识。［１５］蒂卡 （Ｐ．Ｍ．Ｔｉｋｋａ）等人在一项问卷调查
中详细考察了芬兰学生对芬兰境内核反应堆数量、
鸟类迁徙情况和珍稀物种名称等带有明显地域特

色的环境知识的知晓情况。［１６］

最后，一些研究在澄清环境知识概念和维度
的基础上给出了环境知识的其他测量方案。欧斯
特曼 （Ｒ．Ｅ．Ｏｓｔｍａｎ）和帕克 （Ｊ．Ｌ．Ｐａｒｋｅｒ）将环
境知识界定为 “个体能够识别和准确描述出现在
大众媒体中具体环境话题的能力”，他们在调查中
询问受访者是否听说过酸雨、ＤＤＴ、“爱河运动事
件”、ＥＤＢ及二噁英等彼时环境报道中出现的一些
概念，以此测量公众的环境知识水平。［１７］加姆保
（Ｊ．Ｓ．Ｇａｍｂｒｏ）和瑞兹奇 （Ｈ．Ｎ．Ｓｗｉｔｚｋｙ）认为环
境知识是个体 “理解社会对生态影响的能力”，为

测量这一能力，他在调查中询问受访者是否了解
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硫、造纸厂产生的硫酸废料等
人类活动后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１８］此外，一
些研究拓展了环境知识这一概念的潜在维度，代
表性研究如下：拉姆齐 （Ｃ．Ｅ．Ｒａｍｓｅｙ）和里克逊
（Ｒ．Ｅ．Ｒｉｃｋｓｏｎ）认为环境知识应包括生态知识
（对环境问题成因和后果的了解）和交易成本知识
（环境治理所需花费的成本）两个维度［１９］；波尔施
格 （Ｓ．Ｂｏｅｒｓｃｈｉｇ）和德漾 （Ｒ．Ｄｅ　Ｙｏｕｎｇ）指出，
环境知识应当包括环境议题知识、应对环境问题
的行动策略知识和行动技巧知识三个维度［２０］；詹
森 （Ｂ．Ｂ．Ｊｅｎｓｅｎ）将环境知识划分为环境问题的
影响、环境问题的成因、环境行动的策略以及预
期环境与人类关系四个维度［２１］。在此基础上，以
上研究者依据不同维度发展出相应的环境知识测

量项目。
从国外学界关于环境知识测量的研究中，大

体上可以获得如下启示：第一，在考察公众环境
知识时，除了一些抽象的生态学知识外，还应兼
顾一些与日常生活领域相关的环境议题知识；第
二，环境知识测量应当具有一定的实践性，需要
与具体的环境议题有机结合起来，最好能够体现
研究领域目前面临的一些突出环境问题；第三，
环境知识的概念具有多维性，对于一般性环境知
识的测量应当尽可能全面。
中国以环境为主题的代表性问卷调查起步相

对较晚，其中，涉及环境知识系统测量的研究最
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１９９５年在
全国七个城市实施的 “全民环境意识调查”曾经
试图测量公众环境知识，包括 “对 ‘环境保护’
这一概念的知晓程度”、“对有关环保政策法规的
了解程度”以及 “对若干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
三个方面的内容。［２２］整体上看，这一早期的环境
知识测量具有覆盖面较好的概念域，是一次较为
成功的尝试。但从时效性来看，该量表的一些项
目表述如今已不合时宜，例如，在当代中国，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种家喻户晓、无需单独
测量的常识概念。而且，量表开发者当时并未对
量表做出科学的检验和分析。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国内有关环境知识测量

的研究有较快增长。与环境关心的测量不一样，
在这些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者放弃使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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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测量工具来考察中国公众的环境知识水

平，更倾向于建构环境知识的本土性测量项目。
我们认为，这些努力虽然体现了各自研究的需
要，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国内学者这样一
种研究抱负———试图破除以西方研究为中心的
“边陲思维”，这种本土化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但
是，这些首创的环境知识测量工具却大多存在以
下两个突出问题：其一，一些研究发展出的测量
项目设计过于简单，未能有效覆盖环境知识的概
念域，存在突出的内容效度问题。［２３］其二，一些
研究的环境知识测量往往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
或者只适用于该项研究的主题，因此存在难以推
广的问题。［２４］鉴于此，在当代中国，如要开展全
国层次的公众环境知识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探寻
更加有效的测量工具。
在先前针对中国公众环境关心与行为的一些

研究中，我们曾多次使用一个由１０个测量项目
组成的环境知识量表，且数据结果初步表明该
量表具有一定的测量质量。［２５］接下来，结合使
用了该量表的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本文拟进一
步考察将它作为中国公众环境知识测量基础工具

的可行性。为了将该量表与其他同类型量表加以
区分，对应 “中国版环境关心量表”（ＣＮＥＰ），
我们将该量表命名为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
（ＣＥＫＳ）”。

二、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应用

（一）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设计

２００３年，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持并
联合其他学术单位共同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项目正式启动，这是中国大陆有据可查
最早的全国代表性抽样调查之一。洪大用承担了
此次调查环境模块 （Ｂ卷）的主要设计工作。调
查中，环境模块共涉及新生态范式 （２０００版

ＮＥＰ量表）、环境议题关心、环境贡献意愿、后
物质主义价值观、环境行为等一系列内容的测
量。为了解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知识，洪
大用在环境模块的结束部分还设计了１０个环境
知识测量项目 （见表１）。为确保调查质量，量
表采用正反交互措辞，其中奇数项为错误表述，
偶数项为正确表述。该量表的项目设计主要有以

下考虑：一是要反映当时环境科学界的一些共识
和环境监测技术标准；二是要体现当代中国面对
的一些较为突出的环境问题 （如大气污染、水污
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三是与公众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四是比较容易为公众所了解。受
访者被要求依次理解每项陈述，并作出 “正确”、
“错误”或 “不确定”的相应判断。
表１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项目构成

内容

项目１ 汽车尾气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威胁

项目２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会导致环境破坏

项目３ 含磷洗衣粉的使用不会造成水污染

项目４
含氟冰箱的氟排放会成为破坏大气臭氧层的

因素

项目５ 酸雨的产生与烧煤没有关系

项目６
物种之间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消失会产生连

锁反应

项目７
空气质量报告中，三级空气质量意味着比一级

空气质量好

项目８ 单一品种的树林更容易导致病虫害

项目９
水体污染报告中，Ⅴ （５）类水质意味着要比

Ⅰ （１）类水质好

项目１０
大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会成为气候变暖的

因素

在量表设计过程中，洪大用曾就量表的项目
构成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学系李路路教授等专家商榷，以确保测
量的内容效度。目前来看，该量表的最终项目构
成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这样说的初步依据主要
有三点：其一，这１０个项目中既涉及抽象的生
态学知识 （如项目６和８），也包括一些与公众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议题知识 （如项目１
和３）；其二，量表涉及的环境议题具有多样化
的特点，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臭
氧层破坏、酸雨、生物多样性损失、生态破坏和
气候变化等，既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的一些
十分突出的环境问题 （如项目１和７考察的大气
污染问题，项目３和９考察的水污染问题），也
关照了一些全球性的环境议题 （如项目４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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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层破坏问题和项目１０测量的气候变化问
题）。另需指出的是，这些测量项目也充分考虑
到我国城乡环境属性差异，既包括典型的城市环
境问题 （如项目１考察的在城镇地区更为突出的
汽车尾气污染问题），也兼顾了农村地区面临的
突出环境问题 （如项目２考察的农业生产的负面
环境后果）。其三，这１０个项目基本覆盖了文献
综述部分环境知识的不同维度，包括环境问题的
成因 （如项目４）、后果 （如项目１）和作为环境
保护工作基础和环境信息公开重要内容的环境监

测技术标准 （项目７和９）等，较好地测量了前
文界定的环境知识概念。因此我们初步认为，以
上环境知识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适合用于
测量中国公众对于环境问题、环境科学技术和环
境治理的一般性理解，具有检验和推广的价值。

（二）应用量表的相关调查数据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在两次全国性调查中得

以应用，形成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两个年度的

ＣＧＳＳ调查数据。ＣＧＳＳ２００３调查采用多阶段分
层概率抽样设计，调查地区覆盖了除西藏外的中
国大陆２２个省和３个直辖市。囿于当时客观条
件的限制，此次调查数据只在城镇地区实施。调
查的执行形式为入户访谈，调查对象为１８周岁
以上居民。此次调查的问卷分为 Ａ卷和Ｂ卷两
个部分，其中，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位于Ｂ卷的
结尾部分。Ａ卷的有效调查人数是５　８９４人，问
卷有效率为９８．６％。Ｂ卷的调查由于一些技术原
因未能在少数地区实施，但因为样本缺失比例相
对较小，因此对统计推论的影响不大。Ｂ卷的有
效城镇居民样本数是５　０７３人，其中，男性占

４８．２％，女性占 ５１．８％，受访者平均年龄在

４３．５岁，平均受教育水平为高中。
本文使用的另一个数据来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

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虽较前几次调查更新了抽样框，
但仍然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其调查区域
覆盖了中国大陆全部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与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相比，此次调查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样
本，还增加了乡村样本。调查采用入户访谈形式
执行，调查对象为１７周岁及以上居民。同样，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查问卷中的环境模块的结尾纳入了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此次调查中，环境模块为
选答模块，较核心模块每位受访者都依照１／３的
概率被决定是否回答这一模块，因此同样具有良
好的全国代表性。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最终有效样本量
为１１　７８５个，应答率为７１．３％，环境模块的最
终样本量是３　７１６个。有效样本中，城镇受访者
占６４．３％，乡村受访者占３５．７％，男性和女性
分别占４７．３％和５２．７％，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４７．３岁，平均受教育水平为初中。
我们依据受访者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回

答情况进一步筛选了样本，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予以删除，最终确定进入分析的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样本量分别为５　０４８和３　６１６个，其
中２０１０年的城乡样本量分别为２　３２０和１　２９６个。
需要特别指出，因为两次调查数据分别在不同时
点收集，使得本文可以通过纵向比较考察量表测
量质量的稳定性。我们将所有受访者对环境知识
量表各项实际判断正确赋值为１，实际判断错误或
选择 “不知道”赋值为０。利用两个ＣＧＳＳ数据
集，接下来我们拟检验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实
际应用情况，大体上将分为两部分：一是考察量
表的内部一致性；二是对量表的建构效度和预测
效度进行检验。考虑到中国城乡一系列客观属性
的差异，我们基于２０１０年数据的检验将分为城镇
样本、乡村样本和总样本三个部分来执行。

三、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检验

（一）内部一致性检验
我们提出的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由多个测量

项目组成，因此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一组项目
在多大程度上测量的是同一建构，即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水平。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高说明这些测
量同一建构的项目得分相似。在诸多衡量内部一
致性的指标中，使用最广的为克朗巴哈ａｌｐｈａ系
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一般认为，ａｌｐｈａ系数
大于０．７表示内部一致性较好。①［２６］表２报告了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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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检验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城镇

（ｎ＝５　０４８）
城镇

（ｎ＝２　３２０）
乡村

（ｎ＝１　２９６）
总样本

（ｎ＝３　６１６）

删除

对应

项后

量表

ａｌｐｈａ
系数

项目１　 ０．７８２　 ０．７９２　 ０．７６５　 ０．８０４

项目２　 ０．７８４　 ０．７９２　 ０．７６９　 ０．８０５

项目３　 ０．７６５　 ０．７６８　 ０．７５３　 ０．７８６

项目４　 ０．７５４　 ０．７６２　 ０．７４２　 ０．７７８

项目５　 ０．７５７　 ０．７６２　 ０．７３３　 ０．７７７

项目６　 ０．７５０　 ０．７５４　 ０．７３３　 ０．７７１

项目７　 ０．７７０　 ０．７７７　 ０．７６０　 ０．７９３

项目８　 ０．７６８　 ０．７７２　 ０．７５２　 ０．７９０

项目９　 ０．７８０　 ０．７８２　 ０．７６６　 ０．７９９

项目１０　 ０．７５５　 ０．７６３　 ０．７３３　 ０．７７６

量表ａｌｐｈａ系数 ０．７８５　 ０．７９１　 ０．７７１　 ０．８０６

　　由表２结果可知：首先，从量表全部项目的

ａｌｐｈａ系数来看，四个样本数据的ａｌｐｈａ系数均
大于可接受标准０．７；其次，四个样本数据的结
果都表明，除了删除２０１０年城镇样本中第１、２
项量表的ａｌｐｈａ系数有轻微提高外 （如果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则这一变化可以忽略不计），删除
其他任何一项都会降低量表的ａｌｐｈａ系数；再
次，通过比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城镇样本数据
结果，量表的ａｌｐｈａ系数稳定维持在可接受的标
准，甚至有所提高。据此判定：中国版环境知识
量表的１０个项目构成具有稳定的良好内部一致
性。在接下来的效度检验中，我们将这１０个项
目的得分累加，从而获得了一个取值范围在

０～１０之间的新变量———环境知识，得分越高，
表示环境知识水平越高。

（二）效度检验

１．建构效度
在既有研究中，研究者们对环境知识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探索，其中，年龄和教育被多项研究
持续证实是两个显著的预测变量：年轻人以及受
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被发现具有更多的环境知识。［２７］

因此，我们使用年龄和教育作为检验环境知识建
构效度的两个效标。年龄变量为调查时受访者的
实际年龄，以岁为单位；教育变量为受教育年
限，根据对调查时受访者的最高受教育程度重新
编码获得，“未受过正式教育”、 “小学／私塾”、
“初中”、“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本
科”、 “研究生及以上”分别被赋值为０、６、９、

１２、１５、１６、１９。表３是两次ＣＧＳＳ调查年龄、
教育与环境知识分别的皮尔逊积距相关系数。

表３ 年龄、教育与环境知识的皮尔逊积距相关分析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城镇

（Ｎ＝５　０４８）
城镇

（ｎ＝２　３２０）
乡村

（ｎ＝１　２９６）
总样本

（ｎ＝３　６１６）

年龄环境知识 －０．０９８＊ －０．２０８＊ －０．２７５＊ －０．２４０＊

教育环境知识 ０．４６３＊ ０．４７１＊ ０．３１７＊ ０．４９７＊

　　注：＊表示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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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相关分析结果可知，在所有样本数据
中，年龄、教育两个变量都与环境知识显著相
关，且与预期方向一致。具体来说：年龄与环境
知识呈负相关，教育与环境知识呈正相关，年轻
人和受过更高教育的人相对具有更多的环境知

识；从相关系数大小来看，年龄与环境知识属于
弱相关，教育与环境知识属于中等相关；通过比
较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城镇样本数据结果，可以
发现年龄与环境知识之间的相关性在７年间有所
增强 （相关系数绝对值增加了０．１１），教育与环
境知识之间的相关关系则较为稳定 （相关系数绝
对值维持在０．４７左右）。以上这些结果表明中国
版环境知识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２．预测效度
如前所述，环境知识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

在于其对公众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的有效

预测，其暗含的理论预期是：环境知识的增加
会促发更多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因此，
本文将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作为检验中国

版环境知识量表预测效度的两个效标。为了更
加详细地考察环境知识的影响，我们还将环境
友好行为划分为私域环境行为和公域环境行为

两种类型。
环境关心变量的建构使用的是我们之前研究

提出的ＣＮＥＰ量表。［２８］在对各项测量结果进行赋
值时，第１、２、３、４、６、８、９、１０项是正向陈
述，选择 “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
谓同不同意／无法选择”、“比较同意”、“完全同
意”依次赋值为１、２、３、４、５分；第５、７两
项是反向陈述，因此进行逆向赋值。将１０个测
量项目在两次ＣＧＳＳ调查结果的得分累加，就可
以获得取值范围在１０～５０之间的环境关心变量，
该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表示越具环境
关心。

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的ＣＧＳＳ调查在环境友好
行为的项目测量方面存在差异。ＣＧＳＳ２００３调查
问卷设计了一个环境友好行为量表，第１、２、

３、４、６项可以视为对私域环境行为的测量，剩
余五项测量的是公域环境行为。［２９］将各项回答
“从不”、 “偶尔”、 “经常”依次赋值为１、２、３
分，并按照前述分类进行累加，从而可以获得私

域环境行为和公域环境行为两个变量，得分越高
表示越经常实施私 （公）域行为。ＣＧＳＳ２０１０涉
及私域环境行为的测量项目有：（１）您经常会特
意为了环境保护而减少居家的油、气、电等能源
或燃料的消耗量吗？（２）您经常会特意为了环境
保护而节约用水或对水进行再利用吗？（３）您经
常会特意为了环境保护而不去购买某些产品吗？

回答 “总是”、“经常”、“有时”、“从不”被依次
赋值为４、３、２、１，累加得分从而获得私域环
境行为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表示越经常实行私
域环保行为。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公域环境行为测量如
下：（１）在过去５年中，您是否就某个环境问题
签过请愿书？（２）在过去５年中，您是否给环保
团体捐过钱？（３）在过去５年中，您是否为某个
环境问题参加过抗议或示威游行？对以上三个题

目中任意一项回答为 “是”编码为１，三项均为
“否”则编码为０，从而获得一个二分的公域环
境行为变量，用以区分是否参与过公域环保
行为。
利用ＣＧＳＳ调查数据，表４估算了环境知识

对环境关心和私域环境行为的影响，模型还控制
了年龄、教育和环境关心三个变量。首先，从显
著性水平来看，在全部八个模型结果中，环境知
识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从影响规模来
看，环境知识对环境关心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
（Ｂｅｔａ）维持在０．４左右 （一直是左列一组模型
中影响最大的变量），环境知识对私域环境行为
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位于０．１５～０．２５之间
（２００３年城镇的调查结果显示其影响规模要明显
高于环境关心，２０１０年调查结果显示二者影响
规模相当）。可见，我们所建构的环境知识量表
对环境关心和私域环境行为具有稳定的显著预

测力。
表５给出了环境知识对公域环境行为影响的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因为基于两个年度ＣＧＳＳ调
查对公域环境知识变量的测量尺度不同 （即

２００３年为连续变量，２０１０年为二分变量），所以
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２００３年城镇
调查数据，而利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来估计２０１０
年调查数据，模型估计结果分别为标准化回归系
数和几率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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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环境关心和私域环境行为的多元线形回归结果

环境关心 私域环境行为

Ｂｅｔａ 标准误 Ｂｅｔａ 标准误

２００３年城镇 （ｎ＝５　０４８）

年龄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２

教育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２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９

环境关心 — —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６

环境知识 ０．４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２３７＊ ０．０１３

修正后Ｒ２ ０．２５４　 ０．１７１

２０１０年城镇 （ｎ＝２　３２０）

年龄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７９＊ ０．００３

教育 ０．１３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３

环境关心 — —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

环境知识 ０．３７１＊ ０．０４４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１

修正后Ｒ２ ０．２０６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０年乡村 （ｎ＝１　２９６）

年龄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

教育 ０．１４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７

环境关心 — — ０．１７４＊ ０．０１３

环境知识 ０．４２４＊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９＊ ０．０２６

修正后Ｒ２ ０．２３９　 ０．１１５

２０１０年总样本 （ｎ＝３　６１６）

年龄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２９＊ ０．００３

教育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１０

环境关心 — —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８

环境知识 ０．４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６

修正后Ｒ２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ＣＧＳＳ调查对私域环境行为的测量不同。

表５ 公域环境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城镇 （ｎ＝５　０４８） 城镇 （ｎ＝２　３２０） 乡村 （ｎ＝１　２９６） 总样本 （ｎ＝３　６１６）

Ｂｅｔａ 标准误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标准误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标准误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标准误

年龄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７４＊ ０．００６　 ０．９４８＊ ０．０１３　 ０．９７１＊ ０．００５

教育 ０．１６５＊ ０．００８　 １．０６６＊ ０．０２７　 ０．９９４　 ０．０５１　 １．０７２＊ ０．０２３

环境关心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９７８　 ０．０１５　 １．００３　 ０．０３４　 ０．９８６　 ０．０１４

环境知识 ０．０９７＊ ０．０１２　 １．０７９＊ ０．０４０　 １．２０３＊ ０．０８８　 １．１２１＊ ０．０３７

ＬＲ　Ｃｈｉ２／ｄｆ — ６０．７６／４＊ ３９．３２／４＊ １１７．２８／４＊

修正后Ｒ２　 ０．０５７ — — —

　　注：＊表示ｐ≤０．０５；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两次ＣＧＳＳ调查对公域环境行为的测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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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５结果可知，环境知识在全部四个模型
中都对公域环境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说：
从２００３年城镇调查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
不变的情况下，环境知识对公众实施公域环境行
为的频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２０１０年调查来
看，三个样本的估计结果都表明，环境知识的增
加会提高公众实施公域环境行为的几率。因此，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在公众公域环境行为的预测

方面同样是有效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环境
知识稳定的预测力相比，在全部四个模型中，环
境关心对公域环境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总结如下：第一，

２００３年ＣＧＳＳ调查中提出的１０个环境知识测量
项目内容效度良好，适用于测量中国公众对于环

境问题、环境科学技术和环境治理的一般性认知
状况；第二，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结果表明，这
一组环境知识测量项目的内部一致性良好且稳

定，可以看做是测量同一建构的量表；第三，
数据分析还表明，该量表的建构效度和预测效
度的检验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综合以上发现，
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已被证实具有很好的测量

质量，可以作为未来研究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
基础测量工具。接下来，我们将尝试基于ＣＧＳＳ
调查结果对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时空分布特征做

出描述，并对未来量表的应用和改进方向进行补
充讨论。

（一）中国公众环境知识的时空分布及其政
策意义

表６显示的是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０年ＣＧＳＳ调查
中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各项回答正确的受访者

占有效样本中的比例 （即正确率）。

表６ 公众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各项的回答情况 （正确率，％）

ＣＧＳＳ２００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

城镇 （Ｎ＝５　０４８） 城镇 （Ｎ＝２　３２０） 乡村 （Ｎ＝１　２９６） 总样本 （Ｎ＝３　６１６）

项目１　 ８４．８　 ８６．５　 ７１．８　 ８１．２

项目２　 ８４．５　 ８７．６　 ７６．６　 ８３．７

项目３　 ５９．１　 ６９．６　 ４８．６　 ６２．１

项目４　 ５５．９　 ６２．０　 ３３．０　 ５１．６

项目５　 ３４．８　 ５１．２　 ３１．９　 ４４．３

项目６　 ５２．８　 ６１．８　 ３５．３　 ５２．３

项目７　 ３１．３　 ３２．７　 １４．７　 ２６．２

项目８　 ４９．２　 ４８．８　 ３６．６　 ４４．４

项目９　 １３．２　 １９．４　 １１．１　 １６．４

项目１０　 ５２．６　 ６３．４　 ３４．５　 ５３．１

　　首先，我们要比较的是两个调查年份城镇受
访样本的环境知识差异。直观上，从２００３年到

２０１０年，除了项目８外，受访者对中国版环境知
识量表各项回答的正确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升。
我们将两个年度ＣＧＳＳ的城镇样本数据合成一个
数据集，比较两个年度环境知识量表的总分，整
体上看，城镇受访者的环境知识水平在过去七年
间还是有显著增长的，平均分从２００３年的５．１８

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８３（满分１０分，ｔ＝－９．７４２　４，

ｄｆ＝７　３６６，ｐ＝０．０００）。进一步，卡方检验的结
果显示：只有第２、３、４、５、６、９、１０项的年
度差异是显著的，说明中国城镇居民对以上七个
环境知识项目的认识呈现出增进趋势；另一方
面，受访者对第１、７、８项的回答时隔七年并无
统计显著性差异，也反映出城镇居民在这些环境
知识项目方面的认识存在 “停滞”的情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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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我们比较城乡居民的环境知识差异。从

ＣＧＳＳ２０１０调查结果来看，城镇样本在全部１０
项的回答正确率都要高于乡村居民，卡方检验
的结果表明以上差异都具有统计显著性；ｔ检验
结果表明，城镇样本的环境知识量表总得分要显
著高于乡村样本 （相差１．８９分，ｔ＝２０．８４７　１，

ｄｆ＝３　６１４，ｐ＝０．０００）。因此可以说，中国城镇
居民的环境知识水平整体上要高于乡村居民。
以上数据分析结果大致可以描绘出中国公众

环境知识的时空分布差异，这对目前我国环境教
育效果评估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我们将环境知识
作为评估环境教育成效的重要指标，那么应当肯
定的是，环境教育对我国国民环境知识增长具有
促进作用，中国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在七年间整体
呈上升趋势。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增长并不是
同步的，公众对部分环境知识的理解仍然停留在
较浅的层次 （如量表项目９考察的水体监测标
准），或者止步不前 （如量表项目８考察的生物
多样性问题），这些有待加强的环境知识内容应
该受到未来环境教育者的关注。此外，环境知识
城乡分布的差异也可以揭示环境教育资源目前在

我国城乡地区分配不均的问题。考虑到我国乡村
地区目前不容乐观的环境形势，我们建议，未来
应该适当加强乡村地区的环境教育工作。

（二）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的未来应用及
修订

本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可以
作为环境知识研究的基础工具，有助于促进未来
这一领域定量研究的知识积累。关于如何将该量
表与相关研究主题结合起来，我们有以下建议：
第一，研究者可以使用该量表探索中国公众的环
境关心与行为并发展出相应的理论解释。本文的
数据结果再次印证了环境知识对于环境关心和行

为的强解释力。环境知识是通过哪些具体机制影
响环境关心与行为的？环境知识对于两者各自不

同方面的影响模式是否相同？三者之间的关系如

何？这些问题既需要进一步的定量调查和研究来

回答，也有待更加深入的理论建构工作。第二，
研究者还可以使用该量表开展以环境知识作为因

变量的专门定量研究。本文已经揭示了公众环境
知识水平的历时性差异和城乡差异，事实上环境
知识还可能存在其他的社会人口属性差异，这些
差异需要更多的调查研究来逐一揭示和解释，在
此基础上探讨环境知识差异的社会、文化和心理
机制等，以便总结出提升环境共同知识水平的科
学规律。第三，该量表还可以应用于未来的环境
教育效果评估。我们提出的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
被两次全国性调查证实具有稳定的良好测量质

量，可以与中国版环境关心量表 （ＣＮＥＰ）一起
作为环境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研究者、工作人员评
估环境教育成效的工具。
事实上，任何测量工具都很难做到尽善尽

美。考虑到测量对象的发展变化，未来或许需要
对中国版环境知识量表进行适当的补充和完善，
以增强其适用性。一方面，根据环境问题和环境
科学技术的发展，可适当调整量表的部分测量项
目，以反映环境知识的更新和环境问题的变化，
或者使量表更加结合特定的环境问题研究；另一
方面，考虑到环境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可以考
虑进一步丰富环境知识的内涵，增加必要的环境
社会科学知识测量项目。此外，如果侧重于环境
政策效果评估，也可以考虑适当增加相应的环境
政策知识测量项目。总之，环境知识测量是环境
知识研究的基础部分，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定性、定
量研究和理论思考，以便不断完善，并推动环境知
识经验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有效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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